
 

 

特朗普對華經貿政策影響展望 

—基於日美貿易摩擦歷程的評估 
 

導讀：隨著特朗普的正式就任，新一屆美國政府對華經貿政策漸趨強硬，中美發

生新一輪貿易摩擦風險急劇增加。在這樣的背景下，本文以史為鑒，力圖通過回

顧日美貿易摩擦歷程來展望特朗普對華經貿政策的長短期影響。 

一、特朗普對華經貿政策與主張分析 

增加就業，重振美國經濟是特朗普政府執政的核心目標。為此，在對外經貿

政策領域，特朗普在競選期間主要提出了四個方面的主張：“匯率操控指控”、

“關稅調整”、“貿易談判”和“攻擊強勢美元”。2017 年 1 月 20 日，特朗

普宣誓就職之後，部分政策開始細節化。 

首先，在貿易談判方面，特朗普一方面簽署行政命令宣告美國退出 TPP；另

一方面選擇具有較強“談判能力”的商務部長，以“維護美國在對外經貿交流中

利益”。 

其次，在關稅調整方面，特朗普政府多次表示，在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個國

家的貿易中，“美國利益受損”，而且當前的中美貿易並不對等，中國受益更多。

因此，“貿易戰”並非不在可考慮範圍之內，美國政府有必要採取“邊境稅”、

“提高關稅”等方式維護美國利益。 

最後，在匯率操控指控和“強勢美元”方面，特朗普認為“美元過於強勢”，

已經極大的影響美國製造業的利益，包括中國在內的部分國家實際上通過讓本國

貨幣貶值的方式製造對美貿易中的不平等競爭優勢。 

表 1  特朗普對外經貿政策推進情況 

政策主張 是否可以直接推行 狀態 

退出 TPP 不需國會立法 已執行 

懲罰虛弱美國製造業競爭力國家 不需國會立法 未執行 

將中國定義“匯率操控國” 不需國會立法 未執行 

關稅調整 不需國會立法 未執行 

邊境稅 需國會立法 未執行 

打擊強勢美元 無法直接控制 未執行 



 

 

通過這四個方面的政策主張，特朗普政府意圖提振美國製造業，增加就業，

減少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但是考慮到美國政治體制的特殊性，特朗普的部分競選

主張需得到國會認可才能推進，將中國列為匯率操控國的主張也需要通過行政程

式才能實施。因此，總體而言，特朗普政府主政時間尚短，其政策主張在多大程

度上能夠轉化為國家行為仍不確定，但美國新政府對華經貿政策態度強硬已經成

為事實。改變當前中美貿易格局是特朗普政府的急迫要求，中美爆發新一輪的貿

易摩擦風險急劇增加。 

二、日美貿易摩擦的歷史進程與影響 

與中國類似，日本在二戰後的經濟崛起過程中也長期與美國發生貿易摩擦。

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博弈中，日美貿易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日本經濟也出現了

多次調整。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對日本影響深遠。 

（一）日美貿易摩擦主要形式 

從 1953 年開始，日美先後在紡織品、鋼鐵、電視機、汽車及其零部件、半

導體、皮革、農產品、匯率、電信設備等領域爆發多次反復的貿易摩擦。這些摩

擦主要表現為四種類型：關稅摩擦、非關稅摩擦、匯率摩擦和綜合摩擦。 

關稅摩擦。關稅摩擦是戰後日本遭遇貿易摩擦的常見形式，這一形式一般作

為報復性的懲罰措施來使用。由於 GATT 宣導自由貿易，提高關稅實行單邊制

裁違反 GATT 的原則，但 GATT 允許對於不公正的貿易行為採取貿易救濟措施。

因此，對對方的出口產品徵收反傾銷稅就成了限制對方進口的較好方式。在日美

彩電、汽車貿易摩擦中，美國都提出了對日本產品徵收反傾銷稅的措施。 

非關稅摩擦。日美非關稅摩擦主要分為數量限制摩擦和市場准入摩擦兩種。

其中數量摩擦是日美早期非關稅摩擦的主要形式。在紡織品、汽車、鋼鐵、彩電

等領域，美國曾多次對日本施加壓力，要求日本“自願”限制相關產品的出口數

量。 

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日美貿易摩擦出現了明顯變化，美國從限制日本產品

進口轉向打開日本市場，不斷要求日本擴大美國產品的市場准入。在日美半導體

摩擦中，日美就先後於 1986 年和 1991 年簽訂“日美半導體協議”。日本在該

協議中明確表示將保證短期內提高美國產品在日本的銷售額。 

匯率摩擦。美對日貿易的巨額赤字是日美匯率摩擦導火索。在發現簡單的關

稅摩擦、數量限制及市場准入並未解決對日貿易逆差的問題之後，美國轉而尋求

能夠迅速解決問題並簡單易行的辦法，即迫使日元升值。1985 年，在美國的主 



 

 

導下，美日德英法五國達成《廣場協定》。此後，日元迅速升值。到 1989 年，日

元對美元匯率上升了 104%，平均每月上升 2.5%。但日元升值並為從根本上解

決日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美國對日貿易逆差在隨後幾年中仍然持續上升。 

 

表 2  日美貿易摩擦主要領域 

時間 主要領域 

1953—1963 年 棉紡織品 

1969 年 鋼鐵 

1971 年 紡織品、電視機 

1976 年 電視機 

1977 年 鋼鐵 

1978 年 皮革 

1980 年 汽車 

1982 年 皮革 

1983 年 牛肉、柑橘等農產品 

1984 年 匯率 

1985 年 半導體、皮革、匯率 

1986 年 牛肉、果醬等農產品 

1989 年 半導體 

1991—1995 年 汽車及零配件 

1998—1999 年 電信設備、鋼鐵、大米 

2003 年、2006 年 牛肉 

 

綜合貿易摩擦。在發現《廣場協議》並未從實質上解決日美貿易不平衡問題

之後，美國認識到必須從日美經濟結構障礙入手解決對日貿易赤字問題。隨後，

從雙方投資儲蓄習慣和市場結構差異等問題出發，日美先後於 1990 年、1993

年和 1997 年簽訂《日美結構問題協定》《日美綜合經濟協議》和《日美規制緩

和協議》。通過這三個綜合性協議，，美國力圖促使日本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

放鬆對各領域的管制，並加強日美在人力資源開發、技術開發、環境問題等方面

的全球經濟合作。 

（二）日美貿易摩擦對日本經濟的主要影響 

由於日美特殊的政治關係，在應對日美貿易摩擦中，日本基本處於妥協退讓

的一方。因此，面對貿易摩擦的壓力，日本很少尋求直接對抗，相反迫於美國的

壓力而主動尋求經濟結構的轉型。從某種程度上而言，長達近半個世紀的日美貿 



 

 

易摩擦博弈直接塑造了當前的日本經濟。 

一方面，日本政府的妥協退讓直接衝擊了日本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而《廣

場協議》之後美國對日本宏觀經濟政策的干預則導致了日本經濟“失去的十年”

的出現。在對美貿易博弈中，日本長期處於劣勢，並經常採用“自願限制出口”

的方式解決摩擦，這直接導致極端依靠出口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大量破產，社會

失業人口增加，出口下降，經濟增長速度下滑。1985 年《廣場協定》簽訂以後，

日元的大幅升值更直接打擊了出口相關企業。1986 年日本工業出現負增長，經

濟增長率回到 1974 年。而且，日元升值之後，美國由於並未實現預計的貿易收

支變好的目標，開始全面干涉日本國內經濟政策，要求日本實行擴張性的經濟政

策。在 1980 年代因美國壓力而加速推進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日本政府擴張性

的經濟政策導致了日本出現了表面上的空前繁榮，經濟泡沫愈加嚴重。隨著 1989

年經濟泡沫被刺破，日本經濟由此進入“失去的十年”。 

表 3  日美貿易摩擦博弈演化邏輯 

時間與領域 美國 日本 

50 年代，紡織品為主 製造紡織品關稅壁壘  主動減少出口 

 發展重化工業 

60、70 年代，鋼鐵、家電、

汽車等 

採取反傾銷調查等  主動減少出口 

 “科技立國” 

 開始大規模對外直接投

資 

80 年代，汽車、半導體、匯

率等 

 開放日本市場 

 日本金融自由化 

 匯率指控 

 放鬆國內半導體等行業

管制 

 簽訂《廣場協議》，實行金

融自由化 

 日本汽車商在美國直接

設廠 

90 年代，汽車零部件、農產

品等 

共同調整日美貿易結構，加大日本市場開放力度 

另一方面，在雙方政治地位不平等的情況下，日本政府不得不尋求通過產業

結構升級、增加對外直接投資等方式回避摩擦，日本經濟由此轉型。1950 年代

之後，隨著日美貿易紡織品摩擦的漸趨升級，日本政府開始扶持石油化工、機械

電子和汽車等新興產業和成長型產業。重化工業開始佔據日本產業結構中的主導

位置。1980 年代，隨著日美在農產品、汽車、半導體等領域的摩擦全面爆發， 



 

 

以及《廣場協議》的簽署，日本政府的產業政策轉向大力發展資訊產業。此外，

增加對外直接投資也是日本應對日美貿易摩擦的一個主要方式。1970 年代初，

日本的開始擴大對亞洲紡織品的直接投資以緩解日美紡織品摩擦。1980 年代初，

為緩解鋼鐵和汽車摩擦，日本又對亞洲和中南美的擴大鋼鐵投資，對歐美進行汽

車行業投資。1985 年《廣場協定》簽署之後，在日元升值和日美新一輪的汽車、

半導體摩擦的影響下，日本汽車行業大舉進入美國，以規避貿易壁壘。 

三、日美貿易摩擦的啟示以及特朗普對華經貿政策影響展望 

貿易不平衡是日美貿易摩擦長期出現的直接原因。2016 年美國貿易逆差達

到 5023 億美元，其中對華貿易逆差為 3470 億美元，占比 47%。因此，中美貿

易摩擦不可避免，但結合日美貿易博弈的經驗以及中美與日美關係的本質區別，

特朗普政府最終的對華經貿政策可能會與競選主張出現差異，中國受到影響與將

於日本不同。 

關稅壁壘和匯率指控等實施難度較大，效果也並不顯著，可能更多是被特朗

普政府作為博弈籌碼來使用。1980 年代以後，日本積極運用 GATT 及其後身

WTO 的規則有效地應對了美國的發起貿易摩擦。同時，1985 年《廣場協議》之

後，美國對日貿易逆差的持續擴大也說明，人民幣的匯率波動難以對中美貿易格

局長期產生顯著影響。因此，對於特朗普政府而言，以打破 WTO 框架為代價採

用關稅壁壘，或利用匯率指控並非是理性的選擇。這兩項政策主張的意義更多是

作為對華貿易談判的工具而使用。 

實行反傾銷、反補貼調查等非關稅摩擦的措施可能是美國政府實際的施行的

政策主張。隨著 WTO 框架逐漸成為國際貿易的通行準則，構築非關稅壁壘成為

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摩擦的主要方式。根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資料，美國 2008

年至今發起的 314 項雙反調查中，有 218 項專門針對中國。因此，作為 WTO

認可的和操作難度較低的貿易救濟方式，雙反調查等非關稅摩擦措施是特朗普政

府更為可能採取的貿易保護手段。 

日美貿易摩擦的歷程表明，儘管貿易摩擦相關行業會因美國的措施而遭受損

失。特別是相比較於大型企業，相關行業的中小企業將面臨著更大的風險，但這

同時也迫使日本政府將產業發展重點向新興產業轉移。因此，儘管部分行業可能

會受到較大衝擊，但是也有可能迫使中國的產業結構加速升級，淘汰部分落後的

中小企業。同時在美國退出 TPP 和中國推行“一帶一路”戰略的背景下，在特

朗普政府大規模刺激美國經濟的預期下，作為規避貿易摩擦的有效方式，中國對 



 

 

外直接投資可能將有極大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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